游伤育？
摘要
中国持续面临低生育率与生育显著推迟的严峻挑战。网络游戏是否影响家庭生育决策，是理解当代中国生育行为的新关键视角。本研究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考察网络游戏（包括手游如王者荣耀及在电脑上玩的网络游戏，如魔兽世界、 天龙八部等；以及其他小游戏如斗地主，开心农场，QQ 游戏等）对生育意愿的因果影响，样本涵盖13447名18–60岁个体。基准模型采用有序概率回归（Ordered Probit）并结合CMP条件混合过程模型引入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替代模型和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GSEM多重中介分析显示，收入水平、短视频使用与工作时间在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中短视频使用贡献最大。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游戏对未来信心较高、主观幸福感较强、生活意义感较强的群体抑制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理解当代中国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生育政策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的优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网络游戏；生育意愿；短视频使用；低生育率；cmp模型；

China continues to face the formidable challenges of low fertility rates and significantly delayed childbearing. Whether online gaming influences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s represents a crucial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reproductive behaviour. This study utilises microdata from the 2022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examine the causal impact of online gaming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a sample comprising 13,447 individuals aged 18–60. The baseline model employs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combined with a conditional mixed-process (CMP) model incorpora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ddress endogeneity. Findings reveal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f online gaming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 conclusion that holds across alternative models and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Generali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GSEM) with multiple mediators indicates that income level, short video usage, and working hour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gaming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with short video usage contributing most substantial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online gaming exerts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s among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future confidence, greater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tronger life meaning, while its influence is weaker or insignificant among those with low confidence, low well-being, and low life meaning. By examining the specific behaviour of online gaming,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optimising fertility policies within a digital societal context.

Keywords: online gam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short video usage; low fertility; CMP model;

一、引言
过去十余年，全球多国持续面临低生育率与生育推迟的双重压力，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之间的“落差”成为人口经济学、社会学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传统解释多强调收入与机会成本 (Siegel, 2017).、住房与育儿成本 (Pan & Xu, 2012).、性别分工与福利制度(Riederer et al.,2019; Kalwij et al.,2010).等结构性因素，但在数字化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之后，一个越来越无法忽视的新变量进入生育研究视野：个体的数字娱乐与线上娱乐实践，尤其是网络游戏等高沉浸式数字活动，是否会通过重塑时间配置、关系互动与价值偏好而影响生育意愿？
与一般互联网使用相比，网络游戏具有更强的沉浸性、即时反馈与持续投入特征，其对个体时间预算与心理资源的占用可能更为突出。一方面，相关研究指出数字媒体使用可能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成本、婚恋市场匹配与家庭决策方式影响生育态度与行为（Liu et al., 2021；Wang et al., 2021；Nie et al., 2023）。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强调媒体内容与平台生态具有“多重效应”：既可能提供育儿知识与社会支持、降低不确定性，也可能放大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取向、挤出家庭投入，最终对生育意愿产生方向不一的影响（Ning et al., 2022）。 现有证据的差异提示我们：将“互联网使用”视为同质行为可能遮蔽关键机制差异——线上娱乐（尤其是网络游戏）是否存在更强的“娱乐挤出效应”，仍缺乏充分且可复制的微观证据。
在中国情境下，这一问题更具现实紧迫性。近年来，数字经济与移动互联网快速扩张，线上娱乐活动（短视频、直播、网络游戏）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政策层面不断强调降低育儿负担、改善生育支持环境。但对于生育及生育政策，确表现出强烈的消极情感和态度（李丹等，2021；杨洸等，2023）。若网络游戏等数字娱乐确实与较低生育意愿相关，且这一关联并非简单由收入、教育或年龄结构解释，那么理解其作用路径将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干预焦点应指向“娱乐型数字生活方式”对家庭形成与生育计划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识别网络游戏是否会降低个体的生育意愿？如果会，其影响主要通过哪些可观测机制发生？并从整体效应、作用机制与异质性三个层面研究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旨在为理解网络游戏与生育决策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并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推动人口与家庭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假设
[bookmark: OLE_LINK4]生育意愿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并先后提出了边际子女合理选择理论(Leibenstein，1957，1977) 、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 Becker， 1960; Becker  Lewis，1973; Becker  Barro，1988) 、生育率的收入影响理论 ( Simon， 1969，1977) 等。而生育行为主要包括数量、性别、时间3个方面（Gu Baochang,1992）。本研究重点关注数量层面的生育意愿。而生育意愿是预判生育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娱乐形态的日益多样化，网络使用行为对个体婚育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社会学、人口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现有国际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与数字媒体的普及通过多重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其作用方向并不一致。一方面，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普及提高了女性居家办公与灵活就业的可能性，从而缓解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时间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积极性（Billari et al., 2019）。另一方面，美国的相关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接入显著提升了避孕及性健康信息的可获得性，进而对青少年生育率产生抑制效应，并导致总体生育率下降（Guldi & Herbst, 2017）。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互联网通过降低育儿知识与孕期护理信息的获取成本，能够增强女性对生育的信心，从而提升生育意愿（Lagan et al., 2010）。在医疗信息获取层面，对于部分不孕不育群体而言，互联网显著拓展了医疗信息查询与交流渠道（Haagen et al., 2003），并且已有研究指出，约有55.8%的互联网用户曾通过网络平台获取生育相关信息，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生育意愿（Weissman et al., 2000）。与此同时，媒体信息传播与观念差异同样被视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Ferrara et al., 2012）。基于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研究发现，媒体工具的普及可能通过改变家庭规范与生育观念，显著降低生育意愿（Barber & Axinn, 2004）。但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电影、广告及互联网报道等形式传播的有关女性怀孕与生育的信息，会对女性生育态度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Theroux, 2011）。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平台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个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婴儿及育儿相关信息，会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影响（Adair et al., 2014）。在韩国的研究中，社交媒体被证实是影响女性是否决定生育下一胎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原因在于社交媒体使用能够加深女性对生育与分娩过程的认知，从而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Song et al., 2018）。此外，传统研究也指出，自我意识的增强可能削弱“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进而降低生育需求（Jensen & Oster, 2009; Cleland & Wilson, 1987; Montgomery & Casterline, 1996）。目前来看，国际研究一致表明，互联网与媒体环境的变化已成为塑造生育意愿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中国情境下，随着少子化与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围绕互联网使用、线上娱乐以及社交媒体信息环境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发现，与未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相比，使用互联网的中国居民生育意愿平均降低了约10.5%，且这一效应在发达城市的低学历、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显著（邱磊菊等，2022）。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网行为可能通过增强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等途径，对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并且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在影响方向与强度上存在明显差异（陈卫民等，2022）。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孕龄群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可能面临劳动参与表现下降的问题，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抑制效应（李彪等，2021）。此外，从信息成本与家庭代际关系的视角出发，互联网使用同样可能降低生育意愿，且对已育群体的再育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一方面，父辈育儿经验与子代通过互联网获取的育儿知识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另一方面，这种信息不对称与观念分歧易引发家庭矛盾，从而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王小洁等，2021）。相关研究还发现，与非职业女性相比，职业女性在使用互联网的情境下，其生育意愿更低（张冲等，2023）。在信息传播与媒体影响层面，中国学者较早指出，当有关恐惧生育以及生育后生活压力和身体变化的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时，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谢新洲，2003；Yao et al., 2025）。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这种信息化传播效应持续作用于生育决策过程，并逐渐成为个体依据网络信息作出育儿选择的重要障碍（吴伟和刘秀光，2016）。在不同传播渠道的比较中，有研究发现，新媒体的使用使女性接触到更多生育相关信息，并进一步降低其生育意愿（黎藜和李凤萍，2021）。此外，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恐育”情绪的传播，也可能促使未婚女性形成“恐育”心理，从而抑制其生育意愿（高荣，2020）。综上所述，现有国际与中国国内研究已从互联网使用、媒体信息环境、经济机会成本、性别角色分工与家庭关系等多个维度，对生育意愿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将网络游戏这一高度沉浸式、互动性强且以娱乐为核心的活动直接纳入生育意愿分析框架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尽管网络游戏可能通过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状态等方式对个体心理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高度沉浸性的特征也可能通过挤占时间投入、强化即时满足偏好以及改变生活方式选择，对长期家庭规划和生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网络游戏的时间替代效应和娱乐依赖效应可能占主导作用，本文预期网络游戏总体上会降低个体生育意愿。因此，在上述文献与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论文使用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该数据库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 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 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CFPS样本覆盖25 个省/市/自治区,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基础数据且数据样本具有代表性；在该调查数据中有较多本文所需要的关键变量，因此本文选用此数据。本研究旨在分析网络游戏是否对于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使用stata18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同时考虑到越来越普遍的生育年龄推迟以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ART）的发展和保留生育能力手术方法的不断进步（Kasaven et al,2022），以及中国老夫少妻组合数量的不断增加(Wang,2025)，本文参考zhao et al.（2024）的做法，在去除剔除无关与缺失样本后，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8岁至60岁之间，并最终得到13447人的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不受政策现在的生育意愿，以个人期望的子女数量来表示。采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中“期望孩子数（个）”来表示生育意愿。并分别赋值为无生育意愿=1；一个孩子=2；两个孩子=3；两个以上为=4；
2.自变量
自变量为网络游戏选取调查问卷中“是否玩网络游戏包括手游，及电脑上玩的网络游戏包括手游如王者荣耀等；在电脑上玩的网络游戏，如魔兽世界、 天龙八部等；以及其他小游戏如斗地主，开心农场，QQ 游戏等”并赋值为否=0；是=1；
3.中介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三个中介变量，分别为，“是否每天看短视频”并赋值为；否=0；是=1 “您的收入在本地” 并赋值为1-5，1表示很低，5表示很高；“每周工作时间（小时）”并赋值为40小时以下=1,40小时-50小时为=2，50小时-70小时=3,70小时以上=4；

4.控制变量
在考虑问卷中的问答结果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分别选择了移动设备上网时间、午休时间、网络对休闲娱乐的重要性、网络对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孩子时间、电脑上网时间、年龄纳入回归模型；旨在尽可能控制个体层面的潜在影响因素。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赋值与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符号
	变量名
	变量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N

	fertility_intent
	生育意愿
	无生育意愿=1；一个孩子=2；两个孩子=3；两个以上为=4；
	1
	4
	2.79
	0.62
	13447

	online_game
	网络游戏
	否=0；是=1；
	0
	1
	0.25
	0.43
	13447

	mobile_net_time_grp
	移动设备上网
	30分钟及以下=1；30-60分钟=2；60-120分钟=3；120分钟以上=4；
	1
	4
	3.12
	1.03
	13447

	nap_time_grp
	午休时间
	30分钟及以下=1；30-60分钟=2；60-120分钟=3；120分钟以上=4；
	1
	4
	2.64
	1.23
	13447

	internet_ent_imp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自主打分1-5
	1
	5
	3.63
	1.14
	13447

	internet_work_imp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自主打分1-5；
	1
	5
	3.82
	1.29
	13447

	childcare_time_grp
	照顾孩子时间
	30分钟及以下=1；30分钟-60分钟=2；60分钟-120分钟=3；120分钟及以上=4；
	1
	4
	3.54
	0.94
	13447

	pc_net_time_grp
	电脑上网时间
	30分钟及以下=1；30分钟-60分钟=2；60分钟-120分钟=3；120分钟及以上=4；
	1
	4
	3.49
	0.99
	13447

	Age
	年龄
	年龄
	18
	60
	37.89
	11.61
	13477


Notes: Fertility intention is an ordinal variable coded from 1–4, where assigned values represent ordered categories rather than actual numbers of children. The reported mean value is provided for descriptive purposes only and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the actual number of children.
（三）、模型选择
为了研究网络游戏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有序概率回归（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作为主要分析方法。选择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原因在于，因变量生育意愿（fertility_intent）是一个有序离散变量，而 Ordered Probit 模型能够有效处理此类有序因变量。
[bookmark: _Hlk207456084]Ordered Probit 模型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连续变量 ，其回归方程模型如下：

[bookmark: _Hlk207456339]其中是潜在的连续变量也就是生育意愿，映射到观测变量fertility_intent；表示网络游戏。分别为移动设备上网时间、午休时间、网络对休闲娱乐的重要性、网络对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孩子时间、电脑上网时间、年龄，，既误差项。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所有模型均使用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s）进行估计。对全部样本进行oprobit基准回归，同时还进行了GSEM中介分析和异质性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有效性，通过泊松回归、替换ologit模型，Bootstrap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本研究先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了各变量间是否纯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平均vif值为1.16，其中vif最大值为1.31均小于5，且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显示了Ordered Probit的回归结果。模型一为仅保留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二为在此基础上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网络游戏在这两种模型设定下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模型一中，网络游戏的系数为−0.376，在模型二中，该负向效应为−0.149。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网络游戏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未参与网络游戏的个体。该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保持高度一致，说明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这一结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设H1：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作用。
而在控制变量方面，移动设备上网时间对生育意愿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更多的移动端上网行为可能通过占用家庭时间、强化线上娱乐依赖等方式，降低个体对生育的主观意愿。与此同时，午休时间同样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间碎片化与休息时间被压缩可能削弱个体对家庭扩张的预期。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方面也同样显著降低其生育意愿，而网络对工作重要性方面则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与生产性用途相比，娱乐导向的互联网使用更容易对生育意愿产生替代效应。照顾孩子时间对生育意愿呈现显著负向影响。结果表明，已有子女照料负担越重，个体进一步生育的意愿越低，反映出育儿时间成本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电脑上网时间对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与移动设备上网形成对比，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电脑上网更多与工作、信息获取或技能积累等生产性活动相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决策中的资源约束。年龄对生育意愿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表明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生育的主观意愿有所上升，这与生命周期理论和生育时间窗口收窄的预期一致。
Table 2. Ordered Probit
	
	(1)
	(2)

	
	模型一
	模型二

	
	
	

	网络游戏
	-0.376***
	-0.149***

	
	(0.0227)
	(0.0249)

	
	
	

	移动设备上网时间
	
	-0.0954***

	
	
	(0.0108)

	
	
	

	午休时间
	
	-0.0178**

	
	
	(0.00808)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0245**

	
	
	(0.0101)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00491

	
	
	(0.00874)

	
	
	

	照顾孩子时间
	
	-0.210***

	
	
	(0.0114)

	
	
	

	电脑上网时间
	
	0.0667***

	
	
	(0.0101)

	
	
	

	年龄
	
	0.0156***

	
	
	(0.00101)

	/
	
	

	cut1
	-2.076***
	-2.450***

	
	(0.0242)
	(0.0939)

	
	
	

	cut2
	-0.722***
	-1.035***

	
	(0.0133)
	(0.0897)

	
	
	

	cut3
	1.263***
	1.056***

	
	(0.0159)
	(0.0890)

	Observations
	13447
	13447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4.2内生性检验
Table 3. cmp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Equation 一
	Equation 二

	
	online_game
	fertility_intent

	电脑上网
	0.402*** (0.037)
	

	网络游戏
	
	-0.855***(0.064)

	控制变量
	Yes
	Yes

	Atanhrho_12
	
	0.451*** (0.043)

	N
	13447
	13447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鉴于是否玩网络游戏与生育意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或存在同时影响二者的潜在遗漏变量，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引入外生工具变量并使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CMP）对内生性进行检验（Roodman，2011）。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与网络游戏高度相关；第二，与生育意愿无直接相关性，仅通过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是否电脑上网”作为网络游戏的工具变量。理论上与其生育意愿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具有较高的合理性。由于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本文第一阶段估计使用 probit 模型，第二阶段对生育意愿方程使用oprobit模型，并采用 CMP 框架对两阶段方程进行联合估计。
表3报告了 CMP 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方程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不为零，且方向稳定，表明工具变量与网络游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方程中，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且符号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后，网络游戏抑制生育意愿的负向效应依然稳健。
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hrho_12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不为 0，表明网络游戏的误差项与生育意愿方程的误差项存在显著相关性，从而说明网络游戏确实是内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CMP 估计比一般有序 probit 更为一致和有效。因此，本研究基于 CMP 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更为准确且进一步印证了假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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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Ologit
	poisson
	bootstrap

	
	
	
	

	网络游戏
	-0.248***
	-0.0298***
	-0.248***

	
	(0.0444)
	(0.00494)
	(0.0452)

	
	
	
	

	移动设备上网时间
	-0.177***
	-0.0169***
	-0.177***

	
	(0.0197)
	(0.00191)
	(0.0196)

	
	
	
	

	午休时间
	-0.0358**
	-0.00371**
	-0.0358**

	
	(0.0147)
	(0.00150)
	(0.0149)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0523***
	-0.00462**
	-0.0523***

	
	(0.0184)
	(0.00183)
	(0.0180)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00941
	0.00107
	0.00941

	
	(0.0160)
	(0.00160)
	(0.0160)

	
	
	
	

	照顾孩子时间
	-0.393***
	-0.0363***
	-0.393***

	
	(0.0211)
	(0.00185)
	(0.0209)

	
	
	
	

	电脑上网时间
	0.118***
	0.0127***
	0.118***

	
	(0.0180)
	(0.00201)
	(0.0184)

	
	
	
	

	年龄
	0.0265***
	0.00291***
	0.0265***

	
	(0.00183)
	(0.000187)
	(0.00184)

	
	
	
	

	Constant
	
	1.083***
	

	
	
	(0.0162)
	

	/
	
	
	

	cut1
	-4.669***
	
	-4.669***

	
	(0.175)
	
	(0.178)

	
	
	
	

	cut2
	-1.940***
	
	-1.940***

	
	(0.164)
	
	(0.166)

	
	
	
	

	cut3
	1.648***
	
	1.648***

	
	(0.162)
	
	(0.165)

	Observations
	13447
	13447
	13447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可靠性，本研究使用了分别使用了ologit、poisson、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次三个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本研究将基准回归的 Oprobit 模型更换为 Ologit 模型进行估计，以避免由模型设定带来的潜在偏误。其次，考虑到生育意愿在本质上具有计数型特征，因此本研究并采用 Poisson 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本研究基于 Ologit 模型进行了 1000 次 Bootstrap 重复抽样，以减弱样本分布特性带来的随机波动。表4展现了这三种稳健性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均保持显著且方向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稳健性。
4.4中介机制分析
Table 5. GSEM 中介效应分解结果
	中介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收入水平
	−0.1507*** (0.0248)
	−0.1504*** (0.0248)
	−0.0003** (0.0099)
	0.18%

	短视频使用
	-0.1170*** (0.0268)
	-0.1504*** (0.0248)
	0.0334*** (0.0113)
	28.6%

	工作时间
	-0.1463*** (0.0249)
	-0.1504*** (0.0248)
	0.0041** (0.0020)
	2.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为进一步揭示网络游戏使用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对潜在中介路径进行系统检验。结合既有研究与变量可得性，本文选取收入水平、短视频使用以及工作时间作为中介变量，分别构建“网络游戏 → 中介变量 → 生育意愿”的传导路径，并利用 nlcom 方法对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分解。
表5结果显示，网络游戏使用对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始终显著为负，表明在排除中介变量影响后，网络游戏仍然显著抑制个体的生育意愿。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的效应分解结果表明，网络游戏使用不仅通过直接路径影响生育意愿，还通过不同中介变量形成差异化的间接传导机制，但各中介变量在总体效应中的贡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从收入水平的中介路径来看，网络游戏使用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且收入水平进一步显著作用于生育意愿。然而，从效应分解结果看，其间接效应在总体效应中所占比例仅为约 0.2%。这表明，尽管收入水平在统计意义上构成中介变量，但其在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过程中的实际解释力度极为有限。
相比之下，短视频使用在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网络游戏使用显著提高个体的短视频使用频率，而短视频使用进一步显著降低其生育意愿。效应分解表明，短视频使用所形成的间接效应约占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总效应的 28.5%，是所有中介变量中占比最高的一项。这说明，网络游戏并非孤立影响个体行为，而是与其他数字娱乐形式形成“叠加效应”。而在工作时间路径中，网络游戏使用对工作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工作时间亦显著作用于生育意愿，但其间接效应规模相对较小。效应分解结果显示，工作时间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 2.8%，虽在统计上显著，但在数量上仍属于弱中介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条中介路径的直接效应均相同，这是由 GSEM 模型设定所决定的。

4.5异质性分析
4.5.1未来信心程度异质性分析
Table 6.未来信心程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低信心程度
	中信心程度
	高信心程度

	
	
	
	

	网络游戏
	-0.105
	-0.166***
	-0.136***

	
	(0.122)
	(0.0511)
	(0.0292)

	
	
	
	

	移动设备上网时间
	-0.0941*
	-0.131***
	-0.0822***

	
	(0.0509)
	(0.0230)
	(0.0124)

	
	
	
	

	午休时间
	-0.00145
	-0.0377**
	-0.0108

	
	(0.0414)
	(0.0171)
	(0.00947)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0209
	-0.0142
	-0.0249**

	
	(0.0444)
	(0.0213)
	(0.0113)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0279
	-0.0190
	0.00779

	
	(0.0378)
	(0.0181)
	(0.0101)

	
	
	
	

	照顾孩子时间
	-0.199***
	-0.168***
	-0.223***

	
	(0.0522)
	(0.0236)
	(0.0125)

	
	
	
	

	电脑上网时间
	0.157***
	0.0512**
	0.0691***

	
	(0.0596)
	(0.0217)
	(0.0119)

	
	
	
	

	年龄
	0.0233***
	0.0172***
	0.0147***

	
	(0.00484)
	(0.00208)
	(0.00116)

	/
	
	
	

	cut1
	-1.193***
	-2.304***
	-2.609***

	
	(0.441)
	(0.187)
	(0.106)

	
	
	
	

	cut2
	-0.148
	-1.007***
	-1.074***

	
	(0.440)
	(0.184)
	(0.102)

	
	
	
	

	cut3
	1.634***
	1.066***
	1.042***

	
	(0.443)
	(0.184)
	(0.102)

	Observations
	481
	2908
	1002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为进一步考察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根据个体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将样本划分为低信心程度、中信心程度和高信心程度三组，并分别估计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6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在中、高未来信心群体中。网络游戏变量系数分别为 -0.166 和 -0.136，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对于这两类群体而言，网络游戏显著降低了其生育意愿。而在低信心程度群体中，网络游戏的系数为负，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说明在低未来信心群体中，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尚未得到统计支持。
4.5.2幸福感异质性分析
Table 7.幸福感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低幸福感
	高幸福感

	
	
	

	网络游戏
	-0.169***
	-0.148***

	
	(0.0585)
	(0.0274)

	
	
	

	移动设备上网时间
	-0.0499**
	-0.107***

	
	(0.0227)
	(0.0122)

	
	
	

	午休时间
	-0.00966
	-0.0183**

	
	(0.0179)
	(0.00913)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00761
	-0.0316***

	
	(0.0206)
	(0.0112)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0239
	-0.00330

	
	(0.0182)
	(0.00981)

	
	
	

	照顾孩子时间
	-0.194***
	-0.217***

	
	(0.0238)
	(0.0122)

	
	
	

	电脑上网时间
	0.0430*
	0.0720***

	
	(0.0259)
	(0.0112)

	
	
	

	年龄
	0.0182***
	0.0152***

	
	(0.00228)
	(0.00110)

	/
	
	

	cut1
	-1.878***
	-2.642***

	
	(0.200)
	(0.101)

	
	
	

	cut2
	-0.610***
	-1.169***

	
	(0.197)
	(0.0980)

	
	
	

	cut3
	1.395***
	0.954***

	
	(0.198)
	(0.0976)

	Observations
	2601
	1075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为进一步检验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影响在主观幸福感层面的异质性，本文依据个体自评幸福感水平，将样本划分为低幸福感组与高幸福感组，并分别估计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7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在低幸福感组还是高幸福感组中，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影响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在低幸福感组中，网络游戏的回归系数为 −0.169，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而在高幸福感组中，网络游戏同样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系数为 −0.148，但其绝对值略小于低幸福感组。

4.5.3生活意义程度异质性分析
Table 8.生活意义程度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低生活意义
	高生活意义

	
	
	

	网络游戏
	-0.123**
	-0.152***

	
	(0.0578)
	(0.0275)

	
	
	

	移动设备上网时间
	-0.0807***
	-0.0998***

	
	(0.0237)
	(0.0120)

	
	
	

	午休时间
	-0.000348
	-0.0197**

	
	(0.0184)
	(0.00907)

	
	
	

	网络对休闲娱乐重要性
	-0.0235
	-0.0230**

	
	(0.0214)
	(0.0110)

	
	
	

	网络对工作重要性
	-0.000435
	-0.000864

	
	(0.0183)
	(0.00980)

	
	
	

	照顾孩子时间
	-0.210***
	-0.213***

	
	(0.0244)
	(0.0121)

	
	
	

	电脑上网时间
	0.0875***
	0.0642***

	
	(0.0258)
	(0.0112)

	
	
	

	年龄
	0.0193***
	0.0149***

	
	(0.00231)
	(0.00110)

	/
	
	

	cut1
	-1.838***
	-2.640***

	
	(0.202)
	(0.101)

	
	
	

	cut2
	-0.616***
	-1.140***

	
	(0.199)
	(0.0975)

	
	
	

	cut3
	1.388***
	0.976***

	
	(0.200)
	(0.0972)

	Observations
	2459
	1088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为进一步考察个体主观价值取向在网络游戏与生育意愿关系中的作用，本文依据受访者的自己生活意义将样本划分为低生活意义组与高生活意义组，并分别估计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8。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程度生活意义群体中，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高生活意义组中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低生活意义组中，网络游戏的回归系数为 −0.123，在 5% 水平上显著。而在高生活意义组中，网络游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增强，其系数为 −0.152，并在 1% 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网络游戏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内生性、作用机制与群体异质性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网络游戏显著抑制个体的生育意愿。基准有序 Probit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互联网使用行为后，网络游戏变量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且在不同模型设定下结果保持稳定。这一发现表明，相较于一般互联网使用，网络游戏作为一种高度沉浸式的数字娱乐活动，对生育意愿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从总体上支持了“网络游戏挤出效应”的理论解释。
第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并非由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所驱动。基于 CMP 框架的内生性检验显示，工具变量对网络游戏具有显著解释力，同时网络游戏在生育意愿方程中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Atanhrho_12 显著不为零，说明样本中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而采用内生性控制后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强化了网络游戏抑制生育意愿的因果解释。
第三，GSEM 中介分析揭示了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的多重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网络游戏不仅通过直接路径降低生育意愿，还通过收入水平、短视频使用与工作时间三个中介变量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短视频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最高，表明短视频使用与工作时间则反映了网络游戏对数字娱乐结构与时间配置的再分配效应。收入水平在网络游戏方面可能通过影响劳动投入与经济状况，间接抬高生育的经济门槛；整体来看，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出“直接抑制 + 多通道间接抑制”的复合机制。
第四，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心理与价值群体中呈现出显著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未来信心程度较高、幸福感较高以及生活意义感较强的群体中，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之下，在低信心、低幸福感和低生活意义群体中，网络游戏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弱甚至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网络游戏并非主要通过“消极情绪”抑制生育意愿，而更可能通过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未来预期和价值取向相互作用，强化对生育选择的替代效应。
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系统性地验证了假设 H1：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的生育政策不应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的“补贴逻辑”，而需要进一步关注数字化生活方式对个体价值、时间分配与人生规划的深层影响。只有将生育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与数字文化变迁之中，才能为破解低生育困境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路径。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性地将网络游戏纳入生育意愿研究框架，本文将网络游戏这一高度沉浸式线上娱乐活动引入生育意愿研究框架，突破了既有文献多以“互联网使用”或“数字技术普及”作为整体变量的研究范式。与一般信息型或工具型互联网使用不同，网络游戏在时间投入、情绪回馈与替代性娱乐方面具有更强特征，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与方向上的一致性，从而为理解数字化背景下生育行为的微观差异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系统揭示了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表明该影响并非完全来自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或人口学因素，而是部分通过主观幸福感、未来信心与生活意义感等心理—认知渠道发生。第三，基于异质性分析，本文进一步发现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心理状态与主观评价水平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线上娱乐并非对所有个体产生同质效应。为理解新型生活方式如何嵌入家庭与生育决策过程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后续研究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线上娱乐活动的社会后果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在人口长期低位运行与互联网快速扩张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将数字娱乐与生育支持政策更好衔接，是推动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娱乐时代中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第一，生育政策需要将数字娱乐行为纳入分析框架，而不仅限于传统经济激励工具。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多聚焦于补贴、税收减免和住房支持，但本文发现，个体的时间配置方式与数字娱乐参与已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非经济因素。如果忽视网络游戏等高沉浸式娱乐活动对家庭决策的潜在影响，单纯依靠物质激励可能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第二，应关注网络游戏对青年劳动投入与经济预期的间接影响。中介分析结果表明，收入路径在网络游戏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意味着，与其简单限制网络游戏使用，不如通过改善青年就业质量、稳定收入预期和降低生育的长期经济不确定性，缓解网络游戏对生育意愿的“替代效应”。
第三，生育政策设计应更加重视心理预期与价值引导的差异化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未来信心、幸福感和生活意义感较高的人群反而更容易受到网络游戏的生育抑制效应影响。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在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时，应结合青年群体的价值追求与生活方式，引导线上娱乐向家庭友好型、代际互动型方向发展，而非将其简单视为“消极行为”。
第四，数字平台治理与生育友好环境建设需要协同推进。网络游戏及相关平台已深度嵌入青年日常生活，其内容设计、时间机制与激励结构可能在无意中强化对生育的机会成本认知。未来可探索通过平台责任、内容引导与公共宣传，弱化过度沉浸式娱乐对家庭形成与生育决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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